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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习实践社群，在现代企业中逐渐盛行，悄然发展为企业内部及企业之间知识分享、创新创造的重要平台。基于社会学习理论，本文识别出“学习实践社群参与”这一关键变量，并将其视为一种非正式学习方式，继而探讨其对于学习效果（员工创新行为）的内在作用机理，厘清和验证了个体层面和环境层面的双重调节效应：反馈寻求倾向和组织支持感知。研究结果表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包括参与程度、参与形式）对员工创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个体的直接反馈寻求正向调节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以及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形式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个体的间接反馈寻求正向调节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组织的工具性支持正向调节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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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of Practice Participation and Employee Innovative Behavior——Moderating Effect of Feedback-seeking and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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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unity of Practice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as important platform of knowledge sharing and innovation inside and between organizations. Based on social learning theory, the paper identifies key variable of Community of Practice participation, and regards it as one of informal learning types, as well as demonstrates the impact of Community of Practice  participation on learning outcome (employee innovative behavior) and the specific inherent mechanism. In addition, it clarifies the dual moderating effects of feedback-seeking and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from both individual and environmental leve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munity of Practice participation (eg. participation extent and participation type) posi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influences innovative behavior; direct feedback-seeking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of Practice participation extent and innovative behavior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of Practice participation type and innovative behavior; indirect feedback-seeking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of Practice participation extent and innovative behavior; instrumental support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of Practice participation extent and innovative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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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创新或创新行为不仅是组织创新的源泉和起点，也是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自发性的学习形态则经常被视为员工获取新鲜知识、迁移专业技能、启发思维、迸发创意创新的有效途径。近年来较为关注工作场所学习对员工创新行为的积极影响，但是大都从正式学习的视角，强调传统的、官方的、行政主导的团队学习[1][2]、组织学习或组织培训[3]、跨组织学习[4]或联盟企业间知识迁移[5]等对于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鲜少关注与工作相关的非正式学习的重要作用①，尤其是将工作场所和白领群体逐渐盛行的传播共享专业知识技能的学习实践社群②作为个体创新驱动因素的研究更为乏善可陈。虽然越来越多的企业早已率先关注这一现象，积极孕育和促进这种新型的非正式学习形式，营造知识整合、创新创造的平台与契机。例如惠普公司的“知识社群”、施乐公司的“实践小组”、世界银行的“专题小组”、P&G的“专家资料库”、 麦肯锡的“内部刊物”等。

基于此，本文拟将“学习实践社群参与”这一关键变量引入研究模型，特指员工在学习实践社群中的互动和沟通情况[6][7]，关注其作为典型的非正式学习方式，在发挥跨组织的网络优势，粘着多元化、异质性的知识信息，激发员工创新行为中的影响。另外，依据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个体学习过程受到个体和环境双重因素的影响，两者相互渗透、动态交互，贯穿整个学习过程，共同作用于学习效果[8]。为此，本文探究学习实践社群参与（非正式学习）对员工创新行为（非正式学习效果）的作用时，进行个体和环境双向视角的考察，即选取个体层面的反馈寻求倾向、和组织层面的组织支持感知两个调节变量，以期更充分、立体地考察员工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和个体创新激励、组织创新管理之间的关系特征和作用机理，并为互联网时代，员工专业知识学习和技能开发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与管理思路。
1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和员工创新行为
（1）学习实践社群和学习实践社群参与
学习实践社群（Community of Practice，COP），最早是由 Brown 和 Duguid[9]对施乐公司（Xerox）的跟踪研究中发现的：维修工程师自发形成一个非正式交流的群体，在早餐、打牌和休息等时间里分享工作经验和心得，丰富和提升彼此的知识和技能。这一现象引起学者关注，并将“学习实践社群”界定为在兴趣、知识及工作等人际关系基础上自发形成的非正式学习群体。在社群内，员工可以通过彼此分享个人经验、传递知识信息、帮助解决工作中的问题等产生积极的学习效果[9][10][11]。随着社交网络和学习工具的拓展，学习实践社群逐步从界于社群与组织之间的结合方式，演变为联结组织内员工以及员工与组织外部专业人士之间的跨组织的非正式学习形式（informal learning）[12][13][14]，关联范围广泛，存在诸多“结构洞”的关键性联接，具有丰富的、非冗余的社会资本[15]。

学习实践社群参与是实践社群产生、维系与发展的关键所在，可定义为：个体成员在学习社群中的互动和沟通方式、内容与状态[6][7][16]。早期对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的关注集中在单一组织内部层面，例如为了知识创新和专业任务的需要，员工在组织内部形成以知识分享为目的的学习圈，显现自发性、松散性和兴趣性等特征。伴随着组织的虚拟化和网络技术的兴起，出现了一些跨越部门、团队、组织边界的学习实践社群参与行动，其参与的程度和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参与程度显著不同：一些是浅层的、或者是应急性的参与；一些则是深层的、嵌入式的参与；参与形式亦趋于多元化、丰富化，既包括非正式的讨论会、读书会、兴趣小组、咨询专家团、同行或同领域专业人士的头脑风暴、跨界人员的碰面聚会、联盟企业共享的问题解决小组等，也包括视频会议、BBS、微信群、网络工作空间共享、知乎、维基百科等现代沟通工具或社交软件的使用[17]。
 （2）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
近年来，员工的创新行为在各类任务、职位、部门、组织中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根据Scott和Bruce[18]、Jassen[19]的观点，员工创新行为主要指员工产生和实施新奇的、有潜在价值的、与工作或职位相关的观点、方法和行为。其概念内涵既突出了过程的视角，包括创新思维的产生和实现创新思维的行为或行动；又强调了基于工作/职位的特性，即限定于工作相关的个体创新，而非泛化的工作场所之外的创新活动。
相关研究发现，在知识经济时代，学习实践社群可能存在于部门内、部门间或跨越组织边界，而成员们也可能穿梭于若干学习实践社群，扮演不同的核心成员或边缘成员的角色，串联起多样化的网络，粘着和引入新鲜的、多元化的知识和信息。成员们凭借学习实践社群提供的信息传递或头脑风暴的“场”或平台，通过交流和沟通知识、技能、经验、诀窍等人际互动或社会化方式，进行思想碰撞、思维启迪，促使隐性知识共享、融合、内化和升华，使得基于工作或职位的创新尝试和创新行为随之涌现。正如Wan等[20]研究发现，学习实践社群互动参与对个人绩效具有积极的影响，包括有潜在价值的知识迁移和应用，以及创意创新的激发和尝试。
个体的学习实践社群参与主要包括参与程度和参与形式两方面，根据Teigland[12]的研究，两者都对员工创意萌生和工作绩效提升至关重要。参与程度侧重于员工在实践社群内的互动频率和互动质量，包括员工参与社群活动的次数、持续时间，能够影响其参与讨论的范围和深度，以及与其他社群成员互动的和谐顺畅程度等[16]，从而有效地影响信息获取、知识共享、交互启发创新的过程。参与形式主要包括现实参与和虚拟参与。前者主要发生在特定的物理空间，成员之间在固定的、或随意性的场所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互动，有助于提高沟通效率，促进新知识与已有知识的整合重构，激活个体创新；后者主要依赖于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发展，进行远距离的、非面对面沟通交互活动[17]，为员工提供“弱连接”的知识网络，更有可能搜寻新颖、有潜在价值的信息，改变惯性思维，激活创造潜能，迸发新观点、新思想。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1 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a 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b 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形式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2  反馈寻求倾向的调节作用
反馈寻求倾向（feedback-seeking），特指个体的一种信息搜寻的偏好，体现为员工在组织中积极、主动地寻找与工作、职业等相关的、有价值的信息，属于员工的主动性或前摄性态度和行为[21][22][23]。依据研究主题和和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的特点，本文将反馈寻求倾向界定为员工个体在学习实践社群中主动获取信息的偏好或倾向性，并参照Ashford 和Cummings[22]，以及Krasman[24]等的研究，划分为两个维度：直接反馈寻求和间接反馈寻求。直接反馈寻求是指个体通过“开门见山”或“直抒胸臆”等直接询问方式来获得知识、技能、信息等，从而能够更加准确地应对和解答工作中悬而未解的难题；间接反馈寻求是指个体通过观察、暗示、试探、反思等间接询问方式来获得信息和帮助，并伴随着自身对信息的持续筛选、加工和思考。Ashford等[21]认为反馈寻求是员工积极主动地学习新知识与新技能的有效方式，直接或间接反馈寻求倾向体现了员工对信息寻求方式的差异化选择。Morrison[25]也指出，对于要求准确性、价值性的技术知识或技能，直接反馈寻求方式具有更好的效果；而补充性的、参考性的或人际关系方面的信息，间接反馈寻求方式更常被采用。

为此，员工的反馈寻求倾向决定了其在群体中提出问题或表达学习需求的方式，这对于社群成员如何给予反馈以及反馈哪些内容等至关重要，从而影响个体在学习实践社群中获取信息资源以及基于工作/职位的创新创造行为产生。正如Zhou[26]提出的，特定的反馈方式能够极大地影响个体创新绩效：直接反馈寻求能够使参与者获得更为精确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有意识地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丰富更新已有的知识，提升创新技能，提高创新的内在动机，因此能够促进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对员工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26][27]；另一方面，间接反馈寻求具有无明确的需求意识和目的性质，员工能够从学习参与中偶然获取意想不到的信息和知识，这些不同视角的信息和观点有助于个体多样化的思考，从而促进大胆的假设、猜想行为及创意迸发[26][27]。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2 反馈寻求倾向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H2a 直接反馈寻求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H2b 直接反馈寻求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形式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H2c 间接反馈寻求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H2d 间接反馈寻求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形式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1.3 组织支持感知的调节作用
组织支持感知（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最早由Eisenberger和Huntington[28]提出，定义为“员工感知的组织重视其工作的贡献和关心其福利待遇的程度”，体现了组织对员工的关怀和尊重。本文将组织支持感知，限定为员工在参与学习实践社群以及将社群中获得的知识、技能应用到实际工作时，感受到的组织提供的支持和辅助情况。同时，参考McMillin[29]的建议，组织支持除了包括组织对员工情感方面的支持，还应该包括物质方面的支持，如员工在完成工作时需要的信息、设备与工具等。鉴于此，本研究将组织对于员工参加学习实践社群的支持，划分为情感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两类[29][30]。
组织支持感知作为员工在组织中能感受和获取的重要资源，对于员工的组织行为及行为结果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组织支持能够预测员工的多种态度和行为，如员工的工作投入、组织承诺、工作绩效、组织公民行为和离职倾向等[30]。组织提供的支持越充分，员工就能获得更多的资源来完成特定任务和目标。对于组织而言，学习实践社群虽然属于非正式群体，带有非官方、兴趣性和自发性等标签，但其构建的主要目的在于工作相关的知识信息分享，为员工提供了正式培训之外的补充性学习机会。当组织提供情感性支持，使得员工参与学习实践社群的行为受到鼓励、赞同和表扬，或提供工具性支持，为员工参与学习实践社群的行为提供时间、地点、设备、资金等，能够极大鼓舞员工的士气，提升参与的动力，有效迁移和应用学习实践社群的知识，激励员工发挥创造力解决新问题，促进工作创新的尝试和实施[31][32]。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3 组织支持感知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H3a 情感性支持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H3b 情感性支持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形式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H3c 工具性支持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H3d 工具性支持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形式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旨在探究学习实践社群参与作为工作场所需求引发的非正式学习方式，对学习效果（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过程[13][14]。依据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个体学习过程受到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双向影响和交互效应[8]。故本研究选取个体和环境层面的两个调节变量：反馈寻求倾向和组织支持感知。本文的研究框架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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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样本与程序

考虑行业和企业间的差异性及信息的覆盖面，本研究采用借助研究者人际网络和委托第三方（问卷星服务）两种方式收集数据。问卷主要以链接、邮箱、微信等方式获得。发放时间在2015年3月至5月间。共发放问卷569份，回收有效问卷506份，有效回收率为88.9%。员工样本特征情况如下：男性占44.1%，女性占55.9%；年龄在21-30岁占52.4%，31-40岁占39.3%，41-50岁占7.5%，51岁以上占0.8%；教育程度而言，大专及以下占11.3%，本科占72.9%，硕士占12.6%，博士占1.2%；岗位/职务而言，基层工作人员占62%，基层管理者占22.5%，中层管理者占11.3%，高层管理者占4.2%；企业属性而言，国企占35.8%，民企占44.7%，外企占9.9%，合资企业占9.7%。
2.2 变量测量

变量测量的问卷均采用或借鉴国外开发的成熟量表。考虑语言习惯及表达的差异，邀请两位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博士生和一位英语专业博士生将量表进行中英文互译，并由作者进行对比和修订，从而形成最终的调查问卷。为避免答案的居中倾向，所有潜在变量都采用Likert6点计分法，1—6表示从“完全不符合实际”到“完全符合实际”。
（1）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的测量。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的本质是指个体与社群成员的沟通或互动情况。主要参考Ruekert和Walker[33]以及路琳和梁学玲[16]的量表，根据学习实践社群的特点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其中，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的子维度参与程度和参与形式各有两个题项，共四个题项。
（2）反馈寻求倾向的测量。反馈寻求倾向是指个体主动去获取信息的偏好。借鉴Ashford和Tsui[23]编制的反馈寻求量表，包括直接反馈寻求和间接反馈寻求两个维度，直接反馈寻求包含两个题项，间接反馈寻求包含四个题项，共六个题项。
   （3）组织支持感知的测量。该变量的测量参考了Eisenberger 和Huntington[28]、McMillin[29]开发的量表，包括情感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两个维度，前者包括七个题项，后者包括三个题项，共十个题项。
（4）员工创新行为的测量。该变量的测量采用Scott和Bruce[18]开发的量表，共六个题项，主要测试员工是否存在创新思维的产生，及执行和实施创新思维的行为。
 （5）控制变量。根据学习实践社群特点以及不同类型员工/组织对于学习实践社群互动参与情况的差异性，本文将员工的性别、年龄、学历、岗位/职务、企业属性作为控制变量。
3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3.1 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大多采用克隆巴赫α系数（Cronbach's α），主要用以估计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程度。根据吴明隆[34]的建议，Cronbach's α系数大于0.7表示量表的信度达到可接受水平。本研究采用SPSS19.0软件对各量表进行信度检验，结果显示各量表的Cronbach's α值均超过0.7（见表1），表明各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水平。
表1 信度分析结果

	变量
	维度
	题项数
	Cronbach’s α

	学习实践社群参与
	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
	2
	0.811

	
	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形式
	2
	0.747

	反馈寻求倾向
	直接反馈寻求
	2
	0.812

	
	间接反馈寻求
	4
	0.764

	组织支持感知
	情感性支持
	7
	0.898

	
	工具性支持
	3
	0.842

	员工创新行为
	
	6
	0.883


3.2 效度分析

（1）聚敛效度检验。运用MPLUS7.0统计软件的结构方程技术对各构念的测量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根据Hu和Bentler[35]的建议，选取以下指标作为模型整体拟合度的衡量标准χ²/df（<5）、RMSEA（<0.08）、TLI（>0.09）、CFI（>0.09）、SRMR（<0.08）。结果表明，各测量量表的拟合指标基本上均在可接受范围内，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大于0.5，t值均达显著性水平，AVE均大于0.5，CR均大于0.5（具体情况见表2）。表明四个测量量表均具有较好的聚敛性。
表2 构念测量模型的整体拟合结果（N=506）

	变量
	χ²/df
	CFI
	TLI
	RMSEA
	SRMR
	CR
	AVE

	学习实践社群参与
	2.235
	0.996
	0.988
	0.049
	0.012
	0.801
	0.510

	反馈寻求倾向
	2.181
	0.999
	0.996
	0.030
	0.005
	0.832
	0.507

	组织支持感知
	2.223
	0.989
	0.985
	0.049
	0.018
	0.942
	0.619

	员工创新行为
	1.829
	0.993
	0.989
	0.040
	0.019
	0.900
	0.560


（2）区分效度检验。采用竞争模型比较法检验变量的区分效度。其中，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划分为参与程度和参与形式两个维度，反馈寻求倾向划分为直接反馈寻求和间接反馈寻求两个维度，组织支持感知划分为情感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两个维度，员工创新行为是单维度构念。因此，基准模型由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形式、直接反馈寻求、间接反馈寻求、情感性支持、工具性支持、员工创新行为的七因子构成，分别与其他模型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基准模型（七因子模型）拟合最为理想，主要构念均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见表3。
表3 变量区分效度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因子
	χ²
	df
	χ²/df
	CFI
	TLI
	RMSEA
	SRMR

	M1（七因子）
	LCE,LCT,DFS,IFS,EOS,IOS,IB
	649.551
	296
	2.194
	0.962
	0.955
	0.049
	0.035

	M2（六因子）
	LCE + LCT,DFS,IFS,EOS,IOS,IB
	701.468
	302
	2.323
	0.957
	0.950
	0.051
	0.037

	M5（五因子）
	LCE + LCT,EOS+IOS,DFS,IFS,IB
	929.437
	308
	3.018
	0.933
	0.923
	0.063
	0.077

	M7（四因子）
	LCE + LCT,DFS+IFS,EOS+IOS,IB
	1094.651
	312
	3.508
	0.915
	0.905
	0.070
	0.045

	M8（三因子）
	LCE + LCT +DFS+IFS,EOS+IOS,IB
	1169.964
	315
	3.714
	0.908
	0.897
	0.073
	0.047

	 M10（二因子）
	LCE + LCT +DFS+IFS+EOS+IOS,IB
	1660.857
	317
	5.239
	0.855
	0.839
	0.092
	0.062

	 M10（一因子）
	LCE + LCT+DFS+IFS+EOS+IOS+IB
	1912.459
	318
	6.014
	0.828
	0.810
	0.100
	0.063


注：LCE表示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LCT表示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形式，DFS表示直接寻求反馈，IFS表示间接寻求反馈，EOS表示情感性支持，IOS表示工具性支持，IB表示员工创新行为。
3.3 同源方差与多重共线性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对数据采集的同源方差程度进行了检验。将问卷的全部条目做探索性因子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未旋转，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其中，第一主成分解释了48.4%的变异量，未超过建议值50％，可排除所测变量的同源方差现象对结论的影响。同时，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自变量与中介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效应，结果显示这些相关变量的VIF值介于0.008-6.874之间，小于临界值10，表明多重共线性效应不严重。
3.4变量相关性分析
 相关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的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的两个维度参与程度和参与形式显著正向相关；反馈寻求倾向的两个维度直接反馈寻求和间接反馈寻求显著正向相关；组织支持感知的两个维度情感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显著正向相关。另外，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反馈寻求倾向、组织支持感知以及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均两两正向相关（见表4）。
表4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1.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
	4.494
	1.103
	1
	
	
	
	
	
	

	2.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形式
	4.470
	1.047
	0.644***
	1
	
	
	
	
	

	3.直接反馈寻求
	4.582
	1.100
	0.674***
	0.595***
	1
	
	
	
	

	4.间接反馈寻求
	4.553
	0.922
	0.588***
	0.624***
	0.652***
	1
	
	
	

	5.情感性支持
	4.471
	1.045
	0.639***
	0.664***
	0.611***
	0.528***
	1
	
	

	6.工具性支持
	4.456
	1.112
	0.647***
	0.666***
	0.609***
	0.577***
	0.845***
	1
	

	7.员工创新行为
	4.724
	0.780
	0.701***
	0.651***
	0.672***
	0.643***
	0.706***
	0.727***
	1


注：***表示在0.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3.5 假设检验

本研究借助MPLUS7.0软件的路径分析来验证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参与程度、参与形式）对员工创新行为的主效应；进而根据Klein和Moosbrugger [36]的潜调节结构方程模型方法（LMS），凭借MPLUS7.0软件验证反馈寻求倾向（直接反馈寻求、间接反馈寻求）与组织支持感知（情感性支持、工具性支持）的调节效应。
（1）主效应检验。路径分析结果见表5。由表5可知，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对员工创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r=0.340，p<0.001），H1a得到支持。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形式对员工创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r=0.254，p<0.001），H1b得到支持。
表5 实践社群参与对员工创新行为的路径分析结果（N=506）

	变量
	因变量

	
	员工创新行为

	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
	0.340***

	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形式
	0.254***


（2）调节效应检验。依据Klein和Moosbrugger [36]的潜调节结构方程模型（LMS）方法，如果交互效应系数显著则可证明调节效应的存在，检验结果见表6。由表6可知，直接反馈寻求显著增强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与员工创新行为的正向关系（r=0.083，p<0.05），以及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形式与员工创新行为的正向关系（r=0.142，p<0.001），H2a、H2b得到支持；间接反馈寻求显著增强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与员工创新行为的正向关系（r=0.101，p<0.05），H2c得到支持；间接反馈寻求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形式与员工创新行为的正向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r=0.129，p>0.05），H2d没有得到支持；情感性支持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与员工创新行为（r=0.017，p>0.05），以及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形式与员工创新行为的正向关系的调节作用均不显著（r=0.020，p>0.05），H3a、H3b没有得到支持；工具性支持显著增强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与员工创新行为的正向关系（r=0.210，p<0.001），H3c得到支持；工具性支持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形式与员工创新行为正向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r=0.195，p>0.05），H3d没有得到支持。（具体的调节效应图请见图2—图5）
                    表6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N=506）
	调节项
	因变量

	
	IB

	LCE × DFS
	 0.083*

	LCT × DFS
	   0.142***

	LCE × IFS
	 0.101*

	LCT × IFS
	0.129

	LCE × EOS
	0.017

	LCT × EOS
	0.020

	LCE × IOS
	   0.210***

	LCT × IOS
	0.195


注：LCE代表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LCT代表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形式，DFS代表直接寻求反馈，IFS代表间接寻求反馈，EOS代表情感性支持，IOS代表工具性支持，IB代表员工创新行为。*代表p<0.05，**代表p<0.01，***代表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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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直接反馈寻求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            图3 直接反馈寻求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形式
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的调节模式                        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的调节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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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间接反馈寻求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             图5 工具性支持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
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的调节模式                              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的调节模式                                                                                      
4.结果讨论与研究启示

4.1 结果讨论

（1）实证研究发现，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包括参与程度、参与形式）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正向影响。这表明，在我国企业中，学习实践社群已逐渐成为一种信息交流和互动学习的非正式平台，粘着对某一特定领域或专业知识技能感兴趣的人员，通过多种形态的参与，分享与工作密切相关的颇具新颖性、异质性和多元化的想法、经验、诀窍等。而且，员工对于学习实践社群的参与频率越高，参与质量越好，参与方式越多元化，互补整合性越强，其越能使员工充分获得实践社群互动的益处，可有效促进个体知识或信息的迁移、积累和重构过程，激活个体的创新行为。
（2）反馈寻求倾向的不同维度的调节作用具有差异性。反馈寻求倾向的两个维度存在差异化的调节作用：直接反馈寻求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与员工创新行为，以及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形式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均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间接反馈寻求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形式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原因可能如下：间接反馈寻求行为强调信息寻求过程中的试探、观察、搜索、反思、顿悟等，并不适合于所有学习实践社群参与活动，尤其是虚拟实践社群活动缺乏面对面、观察、体验等先决条件，因此不适合个体成员汲取有价值、稀缺性的专业知识，激发创新。
（3）组织支持感知的不同维度的调节作用迥异。工具性支持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形式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而情感性支持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程度和参与形式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均不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原因可能如下：参加学习实践社群进行非正式学习的员工，大都是专业技术人员，对于这类员工而言，组织期待的个体创新行为，是角色内行为，属于工作绩效的范畴，却因为存在创新风险、成本等比工作绩效的其他维度如任务绩效、关系绩效等，更难于激发和驱动[37]。为此，组织对于员工参与学习实践社群的支持和辅助至关重要，尤其是工具性支持或“硬”支持，增加可利用的工作资源，减少非正式学习成本，促进学习实践社群参与的效果迁移，鼓励工作创新行为的产生。
4.2 研究贡献与启示
4.2.1 理论贡献

（1）探索学习实践社群与个体创新两个领域的整合性研究。近些年来，学习实践社群和个体创新问题均被普遍关注，但学术界多将这两个问题进行隔离性研究：学习实践社群研究，或从知识管理的视角探讨知识获取、组织学习等[9][14]，或从社会学的角度研讨非正式群体特征和人际关系、信任等问题[6][7]；而个体创新，则多聚焦于员工“微创新”的影响因素和激励机理的探究[18][19]。本研究认为两者存在强烈的内在关联性，可以进行整合性研究，可将学习实践社群参与作为员工创新行为的激发因素，员工创新行为则可视为实践社群互动的应用效果，从而为相关领域拓展新的研究思路。
（2）识别出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受到个体层面（个体因素）和组织层面（环境因素）的双重调节。本研究发现，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和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既受到个体层面的反馈寻求倾向的影响，也受到组织层面的组织支持感知的影响。这一发现有助于全面地、综合地对内在作用机理加以解读：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对于员工创新行为的促进作用不是一成不变的，是权变的、是个体特质和环境氛围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而支持了Bandura[8]等学者的观点。
4.2.2 管理启示

（1）企业应该营造良好的信息交流氛围，鼓励员工积极实施直接反馈寻求行为。相较于间接反馈寻求行为而言，直接反馈寻求更能够满足员工对差异化信息的需求，获取丰富的、多样性的资源和信息，有效地弥补自身知识的缺陷和不足。基于此，企业应该提倡学习实践社群成员之间进行直接透明的沟通和交流，避免当面批评和驳斥，减少员工害怕影响自身印象的顾虑，对于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畅所欲言、直抒胸臆，刺激新颖观点与工作方法的萌生，进而涌现基于工作或任务的创新行为。
（2）企业应该制定相应的管理策略，支持员工参与学习实践社群活动。虽然学习实践社群的创建和维续，相对而言成本低廉，不必投入过多的资金和精力，但如有效发挥其在员工能力开发和创新行为激励中的作用，仍需要组织有意识地、适时地给予帮助和支持，包括资金、时间、地点、信息等硬件资源或工具性资源的提供，积极倡导员工参加多个学习实践社群，形成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非正式网络，拓宽知识来源，促进异质性知识、新鲜信息搜索效果最大化，从而驱动员工的创新活动。
4.3 研究不足和未来展望

本研究不足表现在：（1）仅探讨了反馈寻求倾向和组织支持感知对于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和员工创新行为关系机制的调节作用，并未考虑两者关系的中介变量和其他边界条件，使得逻辑链条不太完整，内在机理也揭示的不够充分，未来研究可沿这一方向深入挖掘。（2）进行数据搜集时，采用的是单一数据来源、横截面数据分析，不足以充分揭示学习实践社群参与对于员工创新行为的因果机制，在后续研究中，尽量采取多数据源的方式，进行动态的纵向研究，把几个时间点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以期得到更科学可靠的测量结果。
注释：
① 相对于正式学习而言，非正式学习指在开放性的学习时间和场所，个体有意或无意的、主动的、自我主导和自我负责的学习活动，通过非教学性质的情境互动获取知识、技能等。
② 实践社群包含特定领域/专业人员之间分享知识、传递信息、达成学习迁移效果的内涵，实质上是为了达成学习目的而形成的非正式群体。鉴于此，为了避免歧义，并强调实践社群有别于宽泛的社区、群体概念的学习性特点，本文将其更确切地称之为学习实践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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